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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我国开展新冠疫情防控应急管理中数字技术应用的实践案例研究发现，数字化治理可以在疫情关联信息获取、疫情传播路径追踪、疫情信息公开与舆情管理、疫情风险预警、健康认证等方面提供强力支撑，服务各地区进行精准防疫和决策支持，但同时也暴露出数字化治理理念尚未形成、数字技术和手段利用不充分、存在“数据鸿沟”和数据安全问题等若干问题。应对挑战，建议政府在推动应急管理体系的数字化治理实践中，加快顶层设计，将城市公共管理数字化转型融入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大脑”建设中，推动公共大数据整合共享，加强数据、信息、网络与系统安全建设同步规划和同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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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COVID-19 epidemic emergency management as a case study, and finds that digital governance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in epidemic-relate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tracking path of the epidemic,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epidemic risk early warning, health certification for accurat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xposes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the concept of digital governance, the insufficient util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eans, the existence of "data gap" and the problem of data security. Meeting challenges the paper recommends that in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governance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the government should speed up the top-level design, integ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city and urban brain,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public big data, and strengthen the simultaneous planning and operation of data,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system secur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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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2019年年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暴发并迅速波及全国，伴随2020年春节前后人员流动频繁，疫情的防控难度大大增加，能否迅速掌握疫情传播的准确信息，及时有效地甄别潜在传播人群并采取科学的管控和防治手段，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也是对我国突发公共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提出的严峻挑战和考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中强调，要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有效协同机制，及时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形成制度化成果，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同时，还专门提出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数字技术与疫情防控应急管理体系的融合问题，通过分析我国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数字化治理的实践和挑战，归纳总结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融合的有效路径和模式，以期为我国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的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提供思路和支撑。
1  数字化治理与应急管理的国内外研究与实践
1.1  数字化治理转型的理论研究回顾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撑。借助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对公共管理领域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能力将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对其日常业务流程再造、资源优化整合、跨层级业务精准服务等方面的管理体系重构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政府的组织架构也会朝着去中心化和扁平化方向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对数字化政府的定义是：公共部门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旨在改善其公共服务的供给，鼓励公民更便利地参与决策过程，并使政府更加负责、透明和有效。Accenture[3]的研究表明，数字化政府公共服务的转型建设涵盖了从基础设施、治理方式、工作流程、沟通渠道和新服务模式交付的前台与后台改造，一个完善的数字化政府能够提高公众对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增强政府信任水平，提高整体经济活力。Dawes [4]认为数字化政府本质上反映了政府的治理体系转型，是公民和社会信息收集、使用和传播的便利化融合，这也要求政府对数字时代的治理前景有一个更全面、更灵活的认识。数字化政府转型中的障碍是离散化的政府业务流程、互不兼容的立法框架、数据标准和层级关系，这些影响了公共部门中各组织间信息共享和组织因素的重塑，而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一个漫长的组织关系演化和学习过程[5]。Dawes等[6]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概念模型用于将数字化政府现象理解为一种动态现象，其中政策、管理、组织、技术和数据都在给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中相互作用。因此，数字时代治理的改革思维应该是采取整体视角和反碎片化流程来应对公众需求，要实现组织变革和效率变革就需要完全营造一个政府数字化运营的新模式，而不应该仅仅依靠数字化技术渠道对传统行政和业务流程进行补充【这句话是来源于文献6或是笔者观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数字化环境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变革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领域，政府的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随着数据的开放与智能化应用不断发生改变。马建堂[7]认为，大数据可以被政府应用在治理效率提升、重构治理模式、破解治理难题等多个方面，是促进国家治理变革的基础性力量。在具体治理领域，如精准医疗、个性化教育、社会监管、舆情监测预警，大数据的使用使得以往无法实现的环节变得简单、可操作、更加透明，为政府解决治理“顽疾”和“痛点”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这句话是来源于文献7或是笔者观点？】。王啸宇等[8]阐释数字政府的体系架构和创新机理反映了治国理政和服务公众的新形态，能够降低行政成本，增强行政的科学性，促进治理的精细化。在实践应用中，数据政务的多维面向及功能图景能够理顺政府与各个领域间的关系，有效提升社会协同发展的合力【这句话是来源于文献8或是笔者观点？】。。钟伟军[9]对我国现有政府信息平台建设中的行政化和封闭化现象分析，提出了“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说明了将公民视为用户应成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基本逻辑。在针对数字化政务改革的具体操作和实践的研究中，赵光勇等[10]通过对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研究发现，政府对民众的服务承诺不仅是政府体制机制改革的切入口，也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倒逼政府流程再造的抓手。黄建伟等[11]认为，我国当前数字化政府的发展仍停留在数字化的技术层面，对于治理的核心层面重视程度不够，而数字治理目标达成的过程中“数字”与“治理”如何平衡、公民的互动参与、数字治理中的政府角色等问题尚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数字化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公共服务交付系统、工作流程改进、绩效评价体系、成本效益分析、改善组织结构的影响，一些涉及数字化政府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也讨论了数字化政府对技术对透明度【不通达，表意不明】、行政问责制、公民和社区参与以及个人隐私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公共管理学价值，但具体到数字技术与应急管理的结合问题，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
1.2  数字化应急管理的实践探索
诸多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就着手开展数字化应急管理的相关研究，并将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美国政府在1979 年就成立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并于2003年“9·11”事件和炭疽热病菌事件发生后将FEMA并入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成为国土安全部4个下属部门之一。近年来，FEMA调动大量科技资源开展广泛的科学研究与实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独特的信息处理系统和多级实验室反应网络，为有效应对各类公共安全突发事件提供必要的数据、理论、技术和设备。为了进一步克服公共数据分散在各联邦、州立或私人机构致使数据整合受阻的困局，美国联邦政府发起设立了“工作单位与家庭住址纵向动态系统（LEHD）”的大数据项目。LEHD较全面地整合了普查与企业数据，同时对人口和就业数据进行历时及实时的查询分析。2010年后，LEHD整合了自然和人为灾害数据，推出以公共应急为目的的数据应用，更好地发挥了数据在应急管理体系中的价值。当大范围的突发事件发生后，LEHD能够快速分析出受灾人口数量及特征，从而为下一步的应急、撤离等部署甚至恢复计划提供决策依据[12]。
[bookmark: OLE_LINK84]日本是人口稠密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也是应急管理的先驱和模范国家。目前，日本已经建立起了由首相担任主席的中央预防事故委员会，并制定了一套连贯的规则，以便对所有突发危机事件作出快速反应。自1995年神户大地震灾难以来，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利用数字化手段来完善应急管理模式，并建立起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和计算机通用网络的危机管理系统，该系统包含不同的子系统，用于操作灾害预防、事中救援、灾后重建、损害评估等应急管理相关功能[13]。此外，2003－2007年间，日本安装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地震和海啸预警系统，这也是日本政府危机管理系统的主要部分之一。通过大数据分析，该预警系统在2011年“3·11”地震爆发前曾向市民发出临震预警和海啸预警，在政府应对危机管理决策和紧急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4]。在引入大数据应对突发公共危害中，日本政府不断加强与媒体和通信公司的合作：在灾害发生时，政府组织的紧急救援队可以通过分析来自手机、汽车导航系统等发出的位置数据，准确获取情报、快速支援受灾地区；灾民也可以通过无线通信网络来实时了解疏散路线和交通状况等信息。日本的一些媒体，例如NHK频道也承担着广播预警系统、传播救灾信息、引导舆情的重要责任[15]。
在帮助政府应用数字化手段防控公共卫生事件中，谷歌（Google）在2008年启动了“谷歌流感趋势（GFT）”研究项目。在美国，由于季节性流感导致患者前往急诊科就诊和住院次数增加，给本来就很紧张的医疗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许多研究也证实了，急诊科的拥挤与关键治疗手段的延迟与患流感死亡率增加有直接关系[16]。流感大流行对美国医疗基础设施构成了公认的严重威胁，而传统的监视手段，例如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搭建的“美国流感前哨提供者监视网络”，则依赖于许多指标的收集，包括临床症状、病毒学实验室结果、住院人数和死亡率统计，导致数据报告往往出现滞后的现象。因此，要对季节性和大流行性流感进行有效管理，就需要通过及时、准确的监控来尽早发现疫情。GFT项目的最初版本是采取了大数据和小数据的结合分析，在5 000万个搜索词中找到最佳匹配以适应1 152个数据点，并与美国流感前哨提供者监视网络中报告的国家、地区、州和城市级别检测到的流感数据进行对比匹配，通过建立4.5亿组数学模型来分析特定检索词条的频率与流感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联系。2009年美国甲型H1N1流感暴发的前几周，谷歌进行流感趋势分析，成功预测了H1N1在具体州区的传播范围，为公共卫生机构提供了有效、及时的数据信息[17]。之后，GFT预测模型经过几次调整和改进，虽然在预测中因为算法过度拟合导致数值偏高而受到一些质疑[18]，但是其提供的方法基础为传统的流行病防控工作开启了新的思路，类似的应用也提高了针对疾病的数字化监测效率，具有较大的透明度和及时性，对政府改进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模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目前，对于数字化应急管理的应用研究形成了3个方面的认识。一是数字化应急管理的本质是数字技术的革新，是现有管理体系围绕数字化理念和技术应用的拓展，丰富了灾害的救援和响应的技术路线[19]。例如，Kau等[20]提出了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终端的危险事件检测系统和广域救援系统的新颖算法结构，该应用在监测到突发医疗事件后，可以通过全球定位系统（GPS）或辅助GPS获取用户的位置，并通过通信网络将其发送到救援中心，以便用户可以立即获得医疗帮助。为了提升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Kwan等[21]研究将实时3D GIS技术应用于GIS的智能应急系统的可行性，并使用俄亥俄州富兰克林县GIS数据库的集成3D网络数据来验证模型结果，进一步讨论了智能应急系统对实施营救的应急决策能力和支持功能。二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不仅拓展了应急管理的渠道，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预警系统还可以实现全方位监控和准确预测，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预防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22]。如Chun等[23]将众包技术与传感网络技术相结合，构建了开放平台的城市应急预案管理系统，实现了应急预案管理的自动化和功能化，可为政府的应急计划和响应提供共享服务。三是数字化治理应该贯穿应急管理的全生命周期。随着大数据和无线传感技术的不断发展，环境传感器数据和社交媒体数据将在应急管理的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全周期提供越来越多的便利[24]。而大数据的两个主要来源，即专用传感器网络和多功能传感器网络，也被证明可以有效提升灾难管理的信息质量和服务质量[25]。但是，目前基于不同部门之间数据的非结构化，以及应急管理应用程序能否及时利用海量数据资源来帮助政府和社会作出相应的决策分析，依然是全球范围内数字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主要挑战[26]。
[bookmark: _Hlk33468377]2  数字化治理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实践
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首次将公共安全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并要求从整体上对公共安全科技问题进行战略研究以及部署，特别是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如何更好地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丰富的数据资源来助力管理部署和科学决策，对影响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部署和调度，是未来构建数字化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应急管理研究起步较晚，针对政府数字化转型如何更好体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能力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对构建数字化应急管理体系尚缺乏统一的认识，而新冠疫情可以说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中，数字化技术的使用和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为有效阻击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开展数字化治理与应急管理建设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案例。
2.1  大数据追踪疫情传播路径
《GSMA2019移动产业影响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移动通信用户数多达16.32亿户，独立移动通信普及率为83.3%。由于我国移动通信用户普遍采取实名制注册，通过基站定位、服务定位来判断移动设备持有人位置信息，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对获取人员行踪信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方面，通过基站定位对判断可疑人员的位置信息具有实时性特征，手机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连续接受基站发出的测量信号，而移动通信蜂窝网络的半径较小，更新速度在秒级，具有强大的实时优势；另外，全球卫星导航和数字化地图在手机中的普遍使用，可以提供更为精准的定位信息。因此，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经过用户授权，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基于手机信令已经能够实现有效的用户手机定位，这对梳理新冠肺炎确诊人群的生活轨迹、锁定潜在感染人群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
除了电信移动通信，许多大型互联网企业开发的应用软件，如打车软件、社交平台、电商平台、外卖平台等，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APP）授权调用用户的出行记录、住址数据、移动支付信息等，并作为定位信息的有效补充。通过大数据技术追踪位置变化轨迹，可以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响应中建立有效的个体关系图谱，从而精准掌握疫情传播途径，避免疫情向更大范围扩散。而将不同时间段的个体授权位置数据进行纵向串联和整合，还能够清晰地显示群体流动的特征，标志出人员从疫情高发区流入和流出的信息、动态变化和规模，比如基于授权数据，百度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制作了春运期间的国内人口迁徙地图。人员迁徙数据有利于定位新冠疫情输出的主要区域、人群密度，并预测相关地区的疫情发展态势、潜在染病人群，为疫情防控部门及地方政府分类制定相关人员返程规划、出台交通管制措施等提供决策依据。
2.2  构建数字化信息发布与互动平台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过程中，信息收集和反馈机制的公开透明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事件发展态势、了解防控措施和政策，提高对公众的防控知识普及率，避免公众出现恐慌情绪。在新冠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国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相继推出了针对疫情防控专题的线索征集和信息发布平台，如人民网上线的全国地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平台，提供了权威和实时更新的各地区确诊病例、疑似病例、累计死亡和治愈人数等信息，并提供了同乘查询、实时播报、在线问诊、辟谣与防护、物资救助信息等多种服务；另外，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也利用腾讯云技术支撑推出了“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提供包括实时动态跟踪、同行密接自查、医用口罩注册备案查询、全国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导航以及地方服务窗口链接等功能。
除此之外，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搭建各自的数字化防疫指挥平台（数字化指挥平台一般性架构见图1），截至2020年2月6日，阿里巴巴集团已经与浙江、湖北、湖南、贵州、河南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合作搭建数字防疫系统。该系统分为居民、社区街道、医疗疾控、政务管理等四大模块，为各地居民和疫情防控机构提供信息查询、数据地图、返程登记、病例上报、疫情动态分析、远程诊疗等20余项功能。除了官方平台的建设外，一些志愿者还建立了基于公共需求数据抓取等方法的救援物资信息对接平台，如湖北省医疗物资需求信息平台，对医疗资源需求进行分地区、分医院、分类别呈现，全面发布诸如所需物资名称、所需数量、联系信息和运输方式之类的信息，并支持跟踪查询，这些功能都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显示物资短缺信息，提高了资源调配机构和捐助者获取信息的速度，提高了资源分配的效率。另一方面，为确保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有序进行，许多地方政府利用数字化政务平台的技术支撑推出了“网上办公、掌上办公”等线上政务服务，减少人员往来接触、简化办事程序，最大限度隔离病毒传播途径；一些地方还借机推进了政府“不见面审批”改革，推广网络核验、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等服务，为数字化政务转型提供了实践经验。
然而，要实现在较短的时间内上线数字化政务功能，大多数需要在之前相应的技术底座上搭建完成，但由于各省份的数字治理基础和治理能力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各地具体实施的效果也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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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疫情防控数字化指挥平台总体架构

2.3  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疫情发展预测模型
面对新冠疫情发展和传播态势的不断变化，卫生防控部门和公众需要尽快掌握有关传播源和传播特征的信息，许多人工智能研发团队也在借助深度学习等新技术来追溯传染病源头，并根据病患确诊顺序和有关密切接触人员等信息定位时空碰撞点进行科学建模，推算出疾病传播路径。传统的医疗数据采集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对在疫情传播早期阶段快速获取传播数据、分析疫情传播机理造成制约，而依靠各类医疗数据联网和智能设备归集的数据具有明显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为疫情发展预测模型（以下简称“预测模型”）的搭建提供了数据基础。
除医疗数据外，疫情传播往往还涉及气候、交通、社会行为等多维度的因素影响，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些影响因素均可以数据形态展示，极大地丰富了预测模型的分析维度，而海量数据基础也可以为预测模型的预测功能发挥提供丰富的优化和训练素材。根据预测的新冠疫情发展态势，疾控部门能够针对发病人数热力分布对重点区域强化卫生措施，对可能扩散的区域提前陈设防疫防控资源，避免出现二次暴发、局部暴发和多点暴发。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人工智能技术主要聚焦于公众及医疗信息的收集处理建模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等应用，然而，在目前的理论体系下，人工智能的不可解释性依然无法有效融入流行病学体系，同时行业内部尚未形成有效的数据规范体系，数据的采集和整合能力建设还比较滞后，未来人工智能在公共应急管理体系中可发挥的作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4  建设电子化健康评估系统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浙江省杭州市率先推出了以真实数据为基础的数字化健康证明“健康码”，作为人员进入相关地区的通行证明。居民可通过自行网上申报，经后台核实，即可生成属于其本人使用的二维码。根据浙江省有关规定，健康码分为3种颜色，持有“绿码”者可直接通行，显示“黄码”和“红码”的则需接受相应隔离措施。健康码的推广使用代替了线下登记，可以大大减轻基层表单填写汇总负担，并有利于解决地方统计分析和查找问题，为防控机构对新冠疫情态势预判和决策部署提供了数据支撑。随着复工潮到来，个人健康码的普及可以协助政府部门掌握返工人员的批次和数量等情况，并且可以帮助企业随时掌握员工的健康数据和动态，避免重复检查和认证，为各地精准开工复工、人员流动创造更便利的条件。随着浙江健康码模式的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国务院电子政府办的指导下，支付宝基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迅速投入研发，并上线了全国统一的疫情防控健康码系统。作为一个开放性平台，全国健康码的推广实现了跨区域的数据统一收集、上报、共享和认证，而其中的精准复工管理平台又可根据不同地方需求，结合各地原有的平台基础稍加改动或增加类似功能，这大大减少了该系统在各地的落地成本，方便不同地方以最高效的方式实现应用，对利用好互联网基础设施助力新冠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双重支撑。
3  疫情防控数字化应急管理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思路
3.1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bookmark: _Hlk33466354]截至2019年7月，数字政务已覆盖我国400多个城市、涵盖1 000多项服务，累计服务民众达9亿人次[27]。然而，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我国许多地区还尚未专门设计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数字化应急管理平台，相关的政务云平台的搭建也缺乏基本的应急管理功能；并且，我国2003 年启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上直报系统也主要起到信息收集的单一功能，并不具备应急管理层面的信息处置分析和网络预警功能。从我国的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可以看出，虽然数字化治理在精准防疫和决策支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然暴露了数据思维不足的短板。
[bookmark: _Hlk33466555]第一，数字化治理的理念尚未形成。目前我国数字政务的建设整体上还处在初级阶段，多数政府部门将数字化建设的重点放在了简化政务审批程序上，对于在应急管理方面的数据收集、信息管理、分析处理和政策应用的重视程度不够；一些地方暴露出了数字政务与日常管理的严重脱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投资动辄以亿元计，但在危机来临时连一些线上收治登记、定点医院查询等基本功能都无法迅速实现。
第二，大数据管理能力不足。新冠疫情数据具有来源渠道众多、结构复杂、时效性高等特点，但国内一些部门在信息采集和上报过程中仍然主要采用手工填报、纸质登记、打电话等传统方式，既增加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和感染风险，也无法保证数据质量和信息传递的时效性。
第三，数字化治理存在“数据鸿沟”。目前我国医疗体系内部管理数据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还难以实现流转，不同的数据管理平台还没有建立起长效的联系机制，给医疗资源的实时链接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针对个人的行为分析，手机信令和应用软件数据仅能提供较为粗糙的行动轨迹，对区域性分析结果影响较小，运用预测模型开展预测和估计则所需要的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影响因子数据信息还缺少统一的来源和口径。
第四，存在隐私信息泄露的风险。按照新冠疫情防控信息发布要求和相关法律条款，许多部门和机构在平台对外公布疫情有关数据时，对患者和疑似病人的个人信息设置了严格的隐私保护措施，但是一些部门在原始数据上报、数据流转和使用等各环节并没有设计数据防攻击、防泄露、防窃取等安全防护技术或者加密手段，造成在防疫初期一些人利用微信、微博等网络工具上传、转发针对武汉返乡人员的名单表格、购票信息、家庭住址、手机号、酒店入住信息等隐私信息，给有关人员的日常生活及其所在地的疫情防控带来较大的危害。
3.2  进一步完善的思路与对策
经过新冠疫情的考验，各级政府进一步明确了防范此类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对社会风险的有效识别和精准防范，这就要求政府具备了解和掌握社会信息资源的能力，依赖新技术和数据源，向数字化转换管理思维，提高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的反应能力。
3.2.1  加快数字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
加强政府管理部门对公共数据信息的搜集、分析、处理能力和共享机制建设，通过综合运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提高政府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决策体系。加快构建一体化、全覆盖的应急管理大数据应用平台，依托国家数据共享交换体系，实现对重大风险在线监测、超前预警和救援防控的高效处置。国家应急管理部要建立统一的公共数据管理机构和应急基础信息经专业化评估后的分级发布制度，严格管理公共应急基础信息的发布，对所发布的信息要根据预警级别、危害程度和发展动态进行及时更新和跟踪，确保信息发布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并加强对信息发布后舆情的密切监测和分析。
3.2.2   深化政府公共管理的数字化治理转型改革
各级地方政府要抓住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大脑”建设的契机，深入推动城市公共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政府部门要鼓励已有政府信息平台与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平台开展深度合作，改善数据搜集、储存、处理和分析方法。已有的政务大数据系统要进一步向基层下沉，新增或完善以用户数据源为基础、面向全社会公共服务的日常管理系统和应急指挥平台，在日常管理模块中，通过数据流、信息流、资源流的实时同步更新，构建便民、利民的公共服务智慧管理系统；在发生危机情况下，可通过大数据和物联网信息进行自动监测预警，同时记录事件报告人、报告时间、危害属性和应急管理指令，并有效建立起以应急指挥平台为基础的数字化预案，提高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决策能力，真正实现应急管理的平战结合。
[bookmark: _Hlk33467090]3.2.3  推动公共大数据的整合共享
目前，政府公共管理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最大的症结在于各级政府、各部门和各系统、各业务之间的数据难以实现互联互通，政务数据存在大量“数据孤岛”。中央政府要强化公共数据资源的共享和统筹能力，出台重大公共领域的数据共享模型和数据规范标准，提高差异化数据的结构匹配度，促进公共信息的互联互通。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所掌握的涉及公共安全的数据信息，要优先全部接入全国应急管理大数据平台，实现同步更新，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放大公共数据的使用场景，实现数据和信息的价值最大化，提升现代化公共治理能效。
3.2.4  加强公共数据的安全保障
[bookmark: _Hlk33467120]各级智能化管理平台要加强数据、信息、网络与系统安全建设的同步规划和同步运行，形成包括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加工、应用、共享和监管等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护，建设以公共信息安全为目标的多层次动态感知云平台，搭建能够实时反馈网络安全的监控系统。明确相关主体的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严格保护公民和企业隐私，做好公共基础信息的定密工作，严格执行国家安全保密工作规定，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加强跨境数据流动评估认证，深化与各国和地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对话互动和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威胁公共安全的数据风险与技术挑战。
4  结论
本研究针对我国在新冠疫情防控应急管理中应用数字技术的实践开展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技术较好地支撑了新冠疫情应急管理工作开展，具体包括支持疫情关联信息获取、疫情传播路径追踪、疫情信息公开与舆情管理、疫情风险预警、健康认证等，为各地区进行精准防疫和相关管理决策提供了有效支持。但其中也暴露出来若干问题：一是我国数字政务的建设整体上还处在初级阶段，政府多数部门数字化治理的理念尚未形成；二是大数据管理应用经验与能力不足，无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手段开展应急管理工作；三是数字化治理存在“数据鸿沟”，数据整合存在巨大制约；四是存在数据安全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建议我国政府在进行应急管理体系的数字化治理实践中，一是加快数字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形成各级各类部门的联动协同；二是抓住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大脑建设的契机，深入推动城市公共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三是推动公共大数据的整合共享，破除“信息孤岛”；四是加强数据、信息、网络与系统安全建设的同步规划和同步运行。
目前关于数字化与公共管理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技术革命的进一步深入、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渗透，以及全球化加速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的加大，公共卫生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必然加速，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化治理的相关研究会将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化治理的国际协同治理问题、数字化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机制改革问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数字治理与数据安全问题等，都将成为研究界关注的热点。

注释：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十二次会议强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2020年2月15日，来源：新华社。
2）数据来源：大疫如大考，投资上万亿的智慧城市“智”力及格吗？，新华网，2020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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